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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半主权历史条件下的利用外资

第一节　　　　半主权条件下对外经济的历史格局

一说到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，人们便会认定它是一部深

受外国资本侵略和压迫的历史。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从 世纪中

叶起，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受到外国资本侵略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

半封建的社会。在一百多年的近代史过程中，对外经济关系的畸

形发展主要是通过外国殖民者以暴力的手段促成的。西方列强通

过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“国门”，并依据一系

列不平等的条约对中国进行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侵略。

甲午战争以后，外国列强根据《马关条约》，使其对华的资本侵略披

上“合法化”的外衣，于是，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侵略逐步

取代了商品侵略，翻开了外国资本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悲惨史页。

一、三种殖民地不同的对外经济格局

长期以来，人们总是认为，近代中国与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，

是按照“资本输出 资本输入”的格局，即殖民主义宗主国向殖

民地附属国输出资本，殖民地从宗主国输入资本的局面，形成殖民

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。其实，问题并没

有这样简单。

近代世界史上殖民地有三种类型：一种是像东印度那样的奴

役土著殖民地；另一种是像美国那样的移民垦殖殖民地；再一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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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。这三种殖民地国家与殖民宗主国的对外

关系并不是一种模式。

东印度是英国的奴役土著殖民地。英国侵占印度后，一开始

就实行独占政策，形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，印

度无条件地接受英国的“资本输出”。

美国是英国的移民垦殖殖民地。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一开

始并没有实行独占政策，只是当美国经济发展起来，与其发生冲突

时，才对美国的贸易和航运实行独占政策，而对那里的生产仍未实

行独占。这就是说，美国的移民垦殖殖民地还没有形成像东印度

资本输入”的对外经那样完全的“资本输出 济关系。

至于半殖民地国家，它尚未完全沦为殖民地社会，外国列强还

不可能处于独占的宗主国地位，除沦为殖民地的部分地区丧失主

权之外，处在半殖民地的部分地区仍保留着一定领域的“主权”。

因此，在对外经济关系中，它在受到殖民侵略和压迫的同时，可以

利用政权的力量，在一定的范围内与外国资本展并竞争，被动或主

动地开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联系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工艺和机

器设备乃至利用外资等活动。

由此可见，三种殖民地存在三种不尽相同的对外经济关系。

近代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社会，自然与东印度那样的奴役土著殖民

地和美国那样的移民垦殖殖民地形成不同的对外经济格局。

二、半主权条件下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格局

近代中国在“半主权”条件下的对外经济关系不同于完全殖民

地国家的情形。印度是典型的完全殖民 世纪化国家，早在

期间，它的门户就被打开，到 世纪中叶被英国征服为奴役土著

殖民地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英国在印度进行了赤裸裸的暴力掠夺，其

攫夺所得构成了 世纪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。对此，亚

当 斯密曾经指出，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，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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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独占性的专营公司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征服土地。欧洲殖民者

在东方开设的东印度贸易公司，独占东方国家的对外贸易，干涉它

们的生产，实际上 马克思将它们视为自己的“领地”和“领岛”。

也认为，英国在印度担负着双重的使命，一个是破坏的使命，另一

个是建设的使命，但在变 世纪内“，英国人印度为殖民地的整个

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，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

了。” 由于完全殖民地化的印度没有半点主权，它的经济命脉掌

握在英国殖民者手中，因此，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只能形成“资本输

出 资本输入”的格局。

近代中国在“半主权”条件下的对外经济关系也不同于摆脱殖

民统治国家的情形。像美国早期是英国的移民垦殖殖民地，由于

英国将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移植过去，再加上美国本身没有

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束缚，殖民地中的资本主义因素，就冲破英国的

限制发展起来了，最后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。尽管马克思仍称，

“从经济 但美国在摆脱英上来说，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”，

国统治之后能很快地实行开放主义政策，形成“资本输出 引进

外资”的对外经济关系，并取得了成效。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“，美

国连贯国疆极端之铁路系统，大部分皆由外资敷设。在美国之富

源未开发以前，早期敷设之铁路，事实上亦不得不利用外资也”。

虽然美国以前是一个殖民地国家“，其贫穷与我国相同”，但它自主

地开展利用外资后不仅“并未因此受害，且因此获巨利，臻于富强

之域”。

在半殖民地半主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，近代中国与外国资本

的关系介于上述两者之间。因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像完全殖民化的

①参见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下卷，第 页。
② 卷，《马克思恩格 第 页。斯选集》第

《资本论》第 页，注卷，第
年版④（孙中山全集》第 卷、中华书局 、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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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，仍保留着“半主权”，又不像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，能实现政

治独立。所以，既按照“资本输出 资本输入”的格局，又依照

“资本输出 引进外资”的格局，与外国资本发生联系。这就告

诉我们，近代中国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史是一部外国资本侵略与近

代中国利用外资并存的历史。这是既合乎逻辑又合乎历史过程的

结论。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性决定了它与外国资本的

关系是一部外国资本侵略的历史；而近代中国社会的半主权特性

又决定了它是一部利用外资的历史。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就要承认

这种双重格局并存的史实。否则，就无从讨论这一问题。

第二节　　　　半主权条件下利用外资的特性

承认近代中国存在利用外资的历史，是研究近代利用外资的

前提。对于历史问题的思考往往有助于对现实问题的启示。探讨

近代利用外资问题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今日中国的利用外资。但

是，今非昔比，今天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、

平等互利地开展利用外资的活动，而近代中国的利用外资是在半

殖民地半主权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。因此，两者不可同日而语。

然而，有一种意见认为“，科学是无国界的，文明是无国籍的”，

开放门户，传播文明越早越好，把今天的开放政策与旧中国的“开

关”政策，将往日的引进外资与今日的利用外资，有意无意地混为

一谈，因此，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：敞开国门对外开放，引进外资似

乎无时代的不同。其实，近代中国的利用外资具有以下不同于现

代中国利用外资的特点。

一、近代利用外资的两重性

这种两重性主要表现于近代中国一方面丧失部分主权受到外

国资本的侵略，另一方面利用未丧失的部分主权开展着为我所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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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引进活动。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对华进行经济侵

略，它们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 “独资”“、合办企业”和间接投资

“贷款”进行经济渗透和掠夺，加快了的方式 旧中国半殖民地

化的进程；与此同时，近代中国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用政权的力量一

方面处处防范和抵御外国资本入侵，另一方面则通过“借债”“、合

办企业”“、外商独资”的形式来引进外资。于是，就形成了中外双

方以同样的途径进行资本入侵和引进外资的双向局面。

从举借外债来看，一部分外债如军事性外债、政治性外债，尤

其是赔款性外债是外国列强强加给旧中国的，因此是侵略性质的

外债；而另一部分外债如实业性外债，不少是旧中国政府主动引进

的，因此具有利用外资的性质。显然，旧中国成立的外债存在外国

资本侵略和利用外资的两重性。即使是实业性外债，也有平等和

不平等的双重局面：一部分债款属于正常的借贷范围，低息且无任

何苛刻条件；而另一部分债款不仅息率高，而且附加苛刻的条件，

明显地带有资本侵略的性质。

从“合办企业”来看，这种两重性表现为：一部分企业是在旧中

国有关章程和条例的规定范围内被允准成立的，属于利用外资的

范畴；而另一部分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成立的，外国列强利用这种

形式“到非中国人不得开办实业的地方，开办非中国人不能开办的

企业” ，从而成为外国资本侵入旧中国内地的一种手段。有的

“合办企业”，尤其中日合办企业本身是通过暴力或强制手段建立

的。

旧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双重局面还表现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和

殖民地并存。在半殖民地的地区存在半主权，故而还可以开展利

用外资的活动，而在殖民地地区如日本侵占时的东北和台湾地区

就没有半点主权可言，所以也就谈不上外资的引进。即使在那里

①张雁深：《日本利用所谓“合办事业”侵华的历史》，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
第 页。年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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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的伪政权的“借款”或形式上的“合办企业”，也只是“挂羊头，

卖狗肉”，属于侵略性质的投资。

二、近代利用外资的复杂性

既然旧中国存在外国资本侵略和外资利用的双重格局，这也

就决定了近代中国对外资本关系的复杂性。不少在华出现的“合

办企业”或成立的外债，就很难一下子说清是外国资本侵略还是外

资的引进和利用。如在“铁路借款”中既有旧中国政府主动引进

的，又有外资强加的。又如“合办企业”更是存在由中方允准举办

和由外方强行兴办的复杂情形。

近代中国开展利用外资的活动既有来自外国列强强权政治的

压力，又有来自国内闭关自守的顽固势力的阻挠，于是，在实行主

动的开放，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同时，一方面要防范和抵御外资的渗

透和压迫，另一方面又要冲破国内闭关主义的阻挠。所以，近代中

国开展为我所用的引进活动是在十分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展开的。

在半殖民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一部分主权的丧失，近代中国

引进外资在客观上为外资的入侵提供了方便，在某些时期、某些范

围很难实现抵御外资入侵的主观企图，这就成为闭关主义的顽固

派用以反对对外开放的口实，一些利用外资的主张者和推行者如

清末的刘铭传、民初的刘揆一等先后遭致攻击而辞官。然而，近代

不少官员和有识之士又从“落后挨打”的教训中认识到，与其闭关

自守“，坐以待毙”，倒不如主动“开放门户”，开展为我所用的引进

活动，以实现增强国力，抵御外资侵略的目的。因此，一部分原先

视外资如“洪水猛兽”的官员或实业家，如张之洞、张謇等纷纷转变

立场，竭力主张“利用外资，振兴实业”，并先后为清末民初制订了

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开放主义政策。

同时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一些旧中国的官僚、军阀或财阀们在

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活动中收取贿赂，拿取回扣，中饱私囊的丑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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径。这又使近代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增添了复

杂因素。

三、近代利用外资的曲折性

从近代引进外资的整个活动过程来看，它经历了清末、北洋和

国民政府统治时期“三起三落”的曲折历史。一开始旧中国各个时

期政府都煞费苦心地制订出一整套对外开放、利用外资的政策和

措施，但每每在取得一些成效的同时都付出了代价，甚至后来都导

致由“利”转化“弊”的结局。这种由“利”向“弊”转化的过程反映了

近代开展利用外资活动的曲折性。

在半殖民地的历史环境下，无论是清末时期的引进外资活动，

还是民国时期的外资利用活动，都是在曲折起伏的过程中开展的。

从 世纪 年代兴起的“实业借债”和“借债筑路”热潮到甲

午战后“实业救国”浪潮中的利用外资活动，再到“清末新政”时期

实行的主动开埠，引进外资之举措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清末引进外

资一 利用外资、振兴实业”热浪又一浪的演进过程；从民初兴起的

世纪 年代国民政府“经济建设”时潮到 期的利用外资活动，

再到抗战胜利之初引进外资的举动，我们同样也可以寻找到民国

时期利用外资活动此起彼伏的曲折轨迹。

从利用外资主张的提出到利用外资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的转化

过程来看，它也表现出曲折的现象。在近代，最早提出“利用外资”

主张的是洋务派属下的洋务思想家，如马建忠、薛福成等，但他们

的地位不足以把利用外资的主张付诸实践，而只有得到身居高位

的洋务派首领如李鸿章等的采纳，才能使这些主张得以实施。而

李鸿章提出“利用外资”的政策则是接受和采纳了马建忠、薛福成

等人的“利用外资”主张。

大实业家张謇在民初任农商总长期间制订的一系列“利用外

资、振兴实业”的政策，曾一度得到袁世凯政府认肯；但由于袁世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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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复帝制，张謇愤然辞官而去，因此就不能实施这些主张和政策。

至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“利用外资”的主张，由于政局动荡不

宁，在他生前得不到实施，却在他逝世以后曲折地由国民政府内一

些经济学家和经济部门的官员，如马寅初、翁文灏、钱昌照等继承

和发挥，并在 世纪 年代加以推行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清末利用外资的局面是在经历了洋务派

同顽固派大争论之后曲折地开创起来的。围绕着刘铭传提出的

“借债筑路”的动议，清政府内部洋务派和顽固派出现了严重的意

见分歧，从 世纪 年代末，历时近十年的激烈争年代初到

论，最终以洋务派的主张得以实施而告终。从此“，借债筑路”成为

清政府的一项国策被确定下来，也标志着近代中国利用外资局面

的开创。由此可见，近代利用外资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不是一帆风

顺的，而是一个十分曲折迂回的过程。

近代利用外资的诸种特性表明，近代中国毕竟不同于现代中

国的利用外资，无论是当时双重的历史格局，还是错综复杂的历史

环境，或是曲折迂回的历史过程，都体现了半殖民地半主权社会的

时代特征。

第三节　　　　半主权条件下利用外资的开放性比较

一、半主权条件下的主动开放

从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角度来考察近代对外经济关系，既是

一种新的视角，更是一种新的观念。过去，有的学者强调指出，中

国丧失了主权，不可能有主动的对外开放和为我所用的引进。他

们认为，近代中国是“被动开关，主权为人所制”，这种开关“无论早

晚，情形都差不多，甚至可能更坏一些”。因此，近代中国的开放不

是好事。据此他们指出，近代中国“必须先争得国家的独立平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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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才有互利的对外经济关系可言”。这在当时来说只能是一种

美好的理想。有的论著还认为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是“具有抵抗

外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自卫性质的，它在客观上起了防范

按照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作用”。 这一逻辑，闭关自守似乎是比

实行开放、引进外资更为进步。

这种论点值得商榷。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，即使是在不平等

的条件下，对中国来说对外开放也比闭关自守为好，“在不平等条

约的束缚下，中国仍然需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。当时争取独立唯

一出路是：赶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，发展近代生产力，而要做到

这一点，就必须对外开放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”。

中国近代史昭示我们，要改变“落后挨打”的局面，就必须打破

封闭状态，实行对外开放。西方产业革命以后，中国之所以落后，

建统治者采取愚昧的闭关自守政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封 ，

不思进取，因而既不能跟上时代步伐，也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。

其实，在不平等条件下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并取得成功的例子，

就发生在与中国同一时期面临西方列强入侵的日本。由于中日两

国统治者对引进外资以发展国内工业化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和实行

经济乃至政治的开放力度不一，所以尽管日本比中国沦为西方半

殖民地的时间晚十多年，但它变被迫“开关”为主动开放，实行引进

外资政策，发展工业化的起步却早于中国；并且由此加快改革步

伐，增强了国力，最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。这一成功的史实证明，

半殖民地半主权的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之前实行主动的对外开

放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仅是可能的，而且可以变为现实。

无可否认的是，中国和日本在近代的国门一开始都是屈于西

①参见《复旦 页。年第学报》 期，第

参见《近代中国》第 辑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页；丁日

初：《关于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》，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，上海社会科
学院出版 年 版 页。

年版，第

社１９８７ 第２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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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列强的暴力而被迫开 年《中英南京条约》的签订标放的。

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，也表明近代中国被迫“开关”的始端；

年签订了《日本神奈川条约而日本于 ），开始出现半独立半附

属状态，也被西方列强强迫开放。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，如何变被

动“开关”为主动“开放”，中日两国的反应不尽相同。

世纪 年代，日本的幕府和各藩的统治者从侧面汲取中

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教训，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，创办近

代军事工业。 年代被迫“开关”之后，日本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推

行工业化的政策，创办民用工业，并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，引进

和利用外资，使其成为推动国内工业化的杠杆。

妄自尊大的清王朝一方面素以“天朝”自命，轻视和排斥外国

的一切事物，将外国的“长技”视为“奇巧淫技”，把外国的资金看作

“洪水猛兽”；另一方面又害怕开放门户“有损于国体”，动摇其封建

统治。所以，长期以来，推行“闭关锁国”的政策。但是，闭关者难

保国门，最后仍然是开放，不过是被动的、屈辱的开放。正是在这

种被动、屈辱的开放过程中，清政府内一部分洋务派人士以及有识

之士看到了外国“船坚炮利”的长处，提倡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于

世纪 年代起，开展洋务运动，首先创办军事工业，引进外国

的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，派遣使团赴欧美考察，以求学习西方国家

的自强之道。从此，被动的 世开放逐步转变为主动的开放。从

纪 年代起，在“求强致富”的憧憬下，洋务派吸收商业资本，创办

了一批民用工业企业，从而迈出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步伐。但由于

国内资金短缺，利用外资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于是，以引

进和利用外资为内容的对外经济政策成为近代中国的一大国策。

显然，从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产生起，它就不是一种“被动”的“、屈

辱”的开放，而是一种主动开放。这种主动开放成为中国实现近代

化的一大举措。



第 11 页

二、近代中日两国主动开放的成败比较

虽然中日两国实行对外开放，利用外资推行工业化起始时间

先后不一，但促其发端的主要原因大致相似，起主导作用的也都是

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。因此可以说，两国的国家政权是主动实

行对外开放，推行工业化进程的直接推动者和组织者。这说明在

半殖民半附属的历史条件下，中日两国统治者运用国家政权的力

量，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和开放，引进西方工业大国的科学技术和机

器设备，举借和利用外资，力图模拟西方的工业化模式，创办近代

企业，有着增强国力、挽救民族危机的“自强“”求富”的明确目标。

从这一意义上说，它们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

和开展利用外资活动具有明显的主动性。

所不同的是日本实行对外经济开放、推行工业化的起步早，发

展快，到 年代中期已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，不仅能够

与别国平等互利地开展利用外资的活动，而且还以不平等的强权

政治对邻国实行经济扩张政策，对外输出国内过剩的资本，既成为

中国引进和利用外资的主要贷款国，也成为侵略和掠夺中国的主

要资本输出国。中日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军事胜利和中国的失败丧

权而告终，导致此后中日两国在经济关系中不平等的状况。正如

日本学者所说，“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，日本近

代化的成功正是以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为代价的”。①

为什么同样是在半主权的条件下开展利用外资，发展国内工

业化，中日两国最终会出现如此迥然相异的成败结局呢？其原因

是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乃至地理环境、社会结构与日本不同，严

重地制约了中国实行利用外资和近代工业化的进程。

①田中正俊：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》，第 页；《辛亥革命前中国经济的半殖
民地性和中日关系》，《纪念辛亥革命 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》（下），中华书局 年
版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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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强调指出的是，半殖民地国家推行对外经济开放和实现

工业化的政策本身就超越了历史发展的一般常规，因此，经济与政

治近代化并非亦步亦趋，而是经济近代化先行一步。尽管如此，但

要使对外开放政策和工业化进程顺利推行并取得成功，则仍需要

政治近代化的同步配合，尤其是半殖民地国家政权在组织和推行

这一经济近代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更要求对上层建筑

进行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变革。日本正是通过“明治维新”铲除了

幕府的封建统治，完成了政治性质的变革，为进一步推行对外开放

和工业化政策扫除了一大障碍。

然而，清政府在当时已是一个日趋腐败的封建专制政权，不仅

难以制订出合乎国内外历史环境的方针大计，而且即使制订了一

些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开放政策，也是在冲破封建顽固势力种种

障碍之后才得以实施的。洋务派的利用外资和工业近代化的政策

或得不到贯彻执行，或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，正说明落后的封建

政治体制严重束缚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

进程。在这样一个封建政权中比较开明的光绪皇帝实际上大权旁

落，形同虚设；主张开放政策的洋务派大多是地方官员，受到中央

政权中顽固势力的制约；就连洋务派中唯一在中央政权占居要职

的奕? ，也曾被两度罢免官职；而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权欲熏心、惯

于玩弄权术的慈禧太后。在她统驭之下的清王朝不仅对政治变革

的社会舆论置若罔闻，而且残酷镇压了要求政治变革的戊戌维新

运动。在这种经济近代化与政治近代化严重脱节的情况下，清政

府只是打出所谓“中体西用”的旗帜，实行有限的对外开放和近代

化政策，以维护半封建的统治。等到它醒悟到要搞“新政”之时，推

翻其统治的革命运动已风起云涌。至于后来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

府，虽然也继续组织了利用外资和发展近代工业化的活动，但依然

如故的政治腐败仍成为阻碍这一活动的桎梏。尤其是军阀割据、

内战频仍、政治动荡的局面更不利于利用外资和经济近代化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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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和推行。

从中日两国成败的历史对照中，我们不难看到，同样在“被动

开关，主权为人所制”的半主权的特定条件下，日本变被动开关为

主动开放，取得了成功，而近代中国变被动开关为主动开放不尽如

人意。其关键就在于，前者既进行经济改革，又推行政治变革，实

行“明治维新”，从而为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开展独立自主的对外经济

开放活动奠定了基础；而后者只推行经济变革，却反对政治变革，

先后导致以经济变革为内容的“洋务运动”和以政治变法为内容的

“百日维新”的失败，不但没有壮大国力，相反在列强的军事压力下

签订新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，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。如

果中国在走上变被动为主动开放的道路之后，适应当时进步的潮

流，顺应近代化的发展趋势，正确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

盾，将低层次的经济改革推进到高层次的政治改革，那么中国也会

像日本那样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展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，取得利用

外资和实现近代化的成功。事实证明“，被动开关，主权为人所制”

是近代中国利用外资每每走向失败的外部原因；腐败动荡又不思

进取的政治统治则是其内在原委。

第四节　　　　半主权条件下利用外资的评价

对于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主张和历史活动，以往经济史

学界常斥责为“卖国求荣”“、崇洋媚外”“、引狼入室”，尤其是对旧

中国“大借洋债”的举动，不管是实业性外债还是军事性、政治性或

赔款性外债，一律不加区分地斥之为“卖国性”“、反动性”。连近代

中国有识之士的一些尚未实施的“利用外资”主张，也有时被说成

是一种“不切实际的幻想”。

其实，近代利用外资作为一种复杂而曲折的历史现象，的确在

某些时期、某些方面出现了因失去主动权而导致被外资利用的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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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；也发生近代利用外资的某些人物利用这一活动出卖“主权”以

达到扩充自己的势力，或获取回扣，攫取私利，甚至抵制政治革命

的罪恶行径；还存在将举借的实业外债用于军务乃至政治方面，以

维持反动统治的情形。严格地说，这些现象已不属于正常的利用

外资之范畴，只是这一活动的“伴生物”。

一、近代利用外资的进步性

从历史潮流来分析，近代利用外资的进步性是可以肯定的。

首先，近代利用外资的主张作为一种主动对外开放观念的产物，相

对闭关自守的保守观念来说，具有明显的进步性。以 世纪

年代那场“借债筑路”的论战为例，这实际上是一场“开放主义”与

“闭关主义”的较量和争论，说到底也是“进步”与“保守”两种观念、

两股势力的争斗，这场争论以“借债筑路”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，

标志着开放主义终于战胜闭关主义，表明了进步的新生事物必将

战胜保守的旧事物，这是历史发展趋势。近代利用外资的主张作

为一种开放主义，顺应了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的开放大势。在西方

国家生气勃勃地进入资本主义年代，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造成

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与落后。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确立其全

球性的经济和军事的优势，而殖民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伴生

物向外进行强力“开发”和掠夺，已不允许中国关闭大门，于是国门

被迫洞开，在屈辱中走向开放。面临民族危机，近代有识之士和清

政府内部的开明派，能够审时度势，主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，利用

外资，来发展工业近代化。就被迫开放到自觉地采取措施实行主

动的开放来说，这是顺乎时代进步潮流的举动。

从近代利用外资的动机和效果来看，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统

一也表明它的进步意义。在“由我自主”的前提下“，借洋债以兴大

利”是洋务派利用外资的动机；在“不可丧主权”的先决条件下“，利

用外资、振兴实业”是民初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动机；在“仍须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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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权”的基础上利用外资“发达交通事业”则是国民政府经济界人

士的动机，等等。这些动机既表达了他们不忘维护主权的爱国性，

又体现了他们发展国内经济的积极性。他们把利用外资看作为

“振兴实业”“、发达交通事业”的途径，是以推进近代化为出发点

的。实现近代化对于半封建的中国来说，无疑是发展资本主义因

素，瓦解封建经济基础的进步之事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近代利用外

资的动机或者说出发点具有明显的进步性。

事实上，通过利用外资，建筑铁路；通过举办“华资为主的合作

经营”，兴办航空事业；通过引进外资，发展航运业、矿业、轻纺业等

近代工矿企业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“发达交通运输”“、振兴

实业”“，以兴大利”的收效，达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。铁路事业和

航空事业等从无到有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和发展，近代工矿事业

由小到大地兴起和扩展，无不有助于推动近代化的进程。因此，那

些有利于经济近代化的外资引用和利用活动是历史进步的表现。

在旧中国举借的外债中，我们应将它们区分为有利于近代化

的外债和有害于近代化的外债，用于军事、政治等的外债均是纯消

耗性的债务，不但耗用国库，而且无任何盈利或收益加以补偿。如

军事性外债是一种纯支出的债务，只有消耗而无补偿。除了用于

御外的军务，则尚有积极的意义之外，如果用于镇压国内革命起

义，那么它就是一种反动性质的外债。至于赔款性外债更是一种

纯资金外流的债务，是外国列强强加于近代中国头上的“恶债”，既

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，又使外人由此而控制旧中国的财政命脉。

这些外债毋庸置疑都是有害于近代化的外债。但是，用于铁路、邮

电、工矿企业的外债则是一种生利性的债务，被投资于实业，就有

可能在实业中产生大于债值的经济效益，既可还本付息，又可发展

实业，推进近代化。因此，实业性外债是可能促进近代化的债务。

这就是说，那些有利于近代化的实业性外债具有进步的、积极的属

性，所以，将近代中国的外债统统斥责为“卖国性”“、反动性”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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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符合历史事实；而把利用外资说成是一种“不切实际的幻想”，

否认其进步的作用，也与史实难以吻合。

二、近代利用外资方式的适用性

经济史学界一些学者曾经论及历史上外国在华投资有几种方

式。由著名经济史学家郑友揆和张仲礼撰写的《历史上外国在华

投资的几种方式和经验教训》的论文指出，外国在华投资的方式有

五种，即外人直接投资、国际间募债、外国银团垫借、中外合资经营

和 如果更换一下考察的视角，根据外华资为主的技术合作等。

国资本侵略和引进外资的双向联系，这五种形式就可以被认为是

近代利用外资的方式，归纳起来，它可分为引进外人直接投资和外

人间接投资两大类。引进外人直接投资的方式可分为在华直接投

资独办企业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技术合作企业三种类型；引

进外人间接投资的方式又可分为募借外债和垫借外债两种类型。

从外国资本侵略的角度考察，外国资本最主要采取直接投资

亿美年的方法。据统计，外资企业投资总额在清末的 为

年约元；在北洋政府时期的 亿美元；到了国民政府统治为

亿美元，外时期的 年约为 人在华投资企业至抗日战争前

夕达到 万余家。由此可见，外人直接投资是旧中国外资的主要

形式。此外，外人投资的方式还有以中外合资企业、中外合作技术

企业为内容的直接投资和以国际募债和银团垫借为内容的间接投

资。在近代，外国资本侵略尤其是日本资本对华侵略往往以下述

“三部曲”进行：它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根据，通常以“独资企业”为首

要投资途径，在通商口岸兴办企业，以便能独占实业；然后采取“合

办企业”的形式，深入通商口岸之外的内地举办实业，以其资金或

技术等优势控制企业；最后采取“贷款”的手段，提出种种苛刻条

①参见《利用外国资金问题》 页。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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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以便逐步进行渗透和盘剥。

然而，近代中国也采取多种形式引进外资。如清政府一开始

只采用“由我自主”的“借用外资”；甲午战后，在矿务等范围内允准

“招引洋股”，合办企业“；清末新政”期间主动开埠，引进外国商业

合办资本。这说明近代中国是按照“举借外债 企业 开埠

引进外国商业资本”的轨迹演进的。它与外国资本入侵的方式相

同，却又反其道而行事，构成了反向的对应关系。事实表明，外国

资本侵略的途径同样是运用于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式。其区别

的关键就在于哪方掌握主动权。

借用外资是近代外资引进和利用的最主要形式，也是甲午战

前清末利用外资的唯一形式。在早期近代利用外资的提倡者和先

行者眼里“借洋债”是一种“用洋人为本，谋华民之生”的利用外资

好形式；而洋商入股或外商“大小商贾”直接投资办厂“，坐分每年

盈余”“，以剥我工商”。 所以，清政府在制订利用外资政策时，明

确反对“招引洋股”，而主张“举借洋债”。尽管甲午战前也出现一

些外资企业和中外合办企业，但它们都没有得到清政府允准，实属

“非法”投资，因此不是利用外资的产物。至于甲午战后，借用外资

仍然是近代利用外资的主导方式，不仅在铁路航运业方面大借外

债，而且在工矿业、邮电业及其他实业方面都出现了借用外债的活

动。后来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更是大举借用外债。具体地说，

清末及民初借用外资的主要是通过以“借债筑路”为典型的“国际

间募借”方式和以“汉冶萍借款”为典型的“外国银团垫借”方式进

行的。

近代中外合办企业是近代利用外资另一重要的形式。尽管它

萌生于甲午战前，但作为主动利用外资的途径还是甲午战后的事

情。在后期洋务派张之洞和刘坤一的倡导下清政府推出了《矿务

①参见马建忠：《借债以开铁道论》、《拟设翻译书院 《适可斋记言》。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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